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9年第7期

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当代史
学科理论建设

朱佳木

[摘 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加快当代史学科理论的建设。

建设这一理论，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也离不开当代史编研的具体实践，必须把二者结合在一起。

当代史学科理论建设中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如何认识当代史编研的现实性、“护国”性、通史性等特性，如何界

定当代史的分期、主线、主流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有当代史自身的学科理论的支撑。当前，无论是要加

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学科“三大体系”的任务，还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所面临的客观形

势，都要求当代史编研尽快拿出更多科学的有说服力、战斗力的学科理论。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当代

史编研工作者应抓住当代史备受关注的机遇，更积极地开展当代史学科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更自觉地发挥当

代史“资政”“育人”“护国”的功能，更主动地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当代史教育，为树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提供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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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 2016年 5月 17日召开的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构建马克思

主义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19年1月，他

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

中，又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

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在新

中国70华诞到来之际，这些要求对于中国当代

史编研工作显得尤其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或中

国当代史、中国现代史的编研（以下统称当代

史编研），在时间上大体与国史同步（20世纪50
年代就有人提议收集国史资料、开展国史研

究，还有一些高校编写了国史大纲、国史稿、国

史大事记等），即使从1981年制定《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

决议》）之后开展的严格意义的国史编研算起，

也有 38年了。无论从文献资料、科研成果看，

还是从研究力量、学术活动看，可以说都已达

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但坦率地讲，马克思主

义指导的当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至今还未完全建立起来，或者说还很不系

统、很不完备。这与当代史编研的现状是不相

适应的，也不利于其编研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

社会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构建一个学科的学科体系，需要有足够的

文献资料和研究力量做支撑，也需要设置分支

学科和编辑文献目录等。然而，与这些相比更

显重要的是，创立属于本学科的学科理论。我

们所说的当代史编研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的，因此，创立这一学科理论理所当然要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要运用根据这些理

论兼收并蓄中国古代史学和西方现代史学理

论精华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但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

论也好，都不可能代替当代史的学科理论。当

代史学科理论的创立，只能是在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理论和史学理论从事当代史编研过程

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给予理论回答的结果。

因此，加快这一理论的建设，既离不开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指导，也离不开当代史编研的具体实

践，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当代史学科理论建设中的问题

有很多，本文仅就以下四个问题谈几点意见。

作者：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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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认识当代史编研的特性

（一）关于当代史编研的现实性

当代史同古代史、近代史相比，最大的区

别之一在于它更接近现实生活。正因如此，中

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说

法。然而，在当代中国，情况有了根本的不同。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所谓当代、前代，是以一

姓帝王为标志的朝代来划分的。在那种社会

制度下，史家要写当朝史，势必颇多忌讳，所以

要等改朝换代后再写前朝史。而在当代中国，

人民民主制度代替了封建专制制度，使“当代

人不写当代史”的禁忌失去了存在理由。另

外，当代的交通、通讯、印刷等手段日益革新，

特别是进入信息化时代后，资料积累、信息传

播更加方便快捷，也使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了古

代不可比拟的客观条件。因此，在当代中国的

当代人，不仅可以写当代史，而且产生了对当代

史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和越来越强烈的需求。20
世纪 7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兴起所谓“当

下史”研究，实际就是当代史研究，其中一些学

者还在从事中国当代史的编研。可见，所谓“当

代人不写当代史”，事实上已经被突破了。更何

况，当代人写当代史，还有身临其境、亲自参

与、便于收集第一手资料和开展口述史研究等

后代人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

还要看到，即使在古代，也并非完全不写

“当代”史。《史记》《三国志》中，就有很大篇幅是

那时的“当代”史。每个朝代国史机构所编的本

朝“起居注”“实录”“会要”“会典”等，也是“当

代”史的半成品。这些与后人编撰的史书，如

“二十四史”之间，是历史记载与历史记述的关

系。可见，说中国古人不修当代史并不准确。

当代人编研当代史，当然无可避免地会遇

到现实利害关系、情感因素等干扰，以及因为

与现实距离太近而不容易把历史看全面等困

难。但写史能否做到客观公正全面，主要取决

于著史者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否正确、科学。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成书时间

距离拿破仑第三复辟帝制事件仅 3个月，可以

说与事变基本同时。但恩格斯却对它给予了

高度评价，说“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

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并称它

“是一部天才的著作”。[2](p.666)可见，与古代相

比，当代人写当代史不仅具备许多优越的客观

条件，而且有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思想

中的最大成果”，“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

论”，[3](p.311)因而有可能写出更符合历史真实、更

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信史。

（二）关于当代史编研的“护国”性

史学从来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只不过

当代史编研的意识形态属性更强一些罢了。这

是因为，当代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

相对当代世界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体系所作

出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因此，自中国进

入当代以来，它就遭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疯狂

诬蔑，从而导致了当代史领域从一开始就充斥

着比其他史学领域更加激烈的斗争。

在有阶级有国家的社会中，史学的社会功

能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它为特定国家、阶级

和政治力量的服务上。尤其是对国家史的解

释，历来是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争夺和较

量的重要领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总是

高度重视对国家史的解释，并把它视作国家主

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要

推翻一个政权的阶级和政治力量，也十分看重

对国家史的解释，总要用它说明原有统治的不

合理性。这是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社会现象。

区别只在于，进步的阶级和政治力量顺应历史

前进的方向，对历史的解释往往符合或比较符

合历史的本来面貌；而反动的阶级和政治力量

背逆历史前进的方向，对历史的解释总是难以

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早就讲过：“灭人之国，

必先去其史。”[4](p.22)意思是说，要灭掉一个国家，

先要否定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的历史被

否定了，这个国家也就不攻自灭了。他的这个

观点深刻揭示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

功能，并为大量历史事实所验证。当年日本帝

国主义为永久霸占中国的台湾和东北，竭力推

行奴化教育，在教科书中把台湾和东北历史从

中国历史中删除。“台独”分子在台湾大肆推行

“去中国化”，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剥离，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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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台湾的中国史放入世界史课本。他们这

样做，都是妄图通过否定、割裂中国历史，达到

灭亡或分裂中国的目的。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里，拿新中国历史做文

章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进一步验证

了上述观点。习近平在引用龚自珍这句警示

名言后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

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

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

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

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

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

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

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

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

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5](p.113)他的这一论

述说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解释，不仅具

有意识形态性，而且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既然“去人之史”可以“灭人之国”，反过来

说，“卫己之史”不同样可以“护己之国”吗？因

此，当代史编研除了具有资政、育人的功能外，

还应当具有“护国”的功能。既然新中国历史

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党领导的用马克思主

义理论武装的当代史工作者就理应更自觉地

发挥当代史编研的“护国”功能。这同发扬中

国历代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在本质上是一致

的；同发扬中国近代以来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

主义史学家的爱国主义传统，也是完全契合的。

所谓史学研究要“价值判断中立”，要“终止使用

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要“排除来自政治的、

意识形态的和思想权威的各种干扰”的主张，只

不过是某些人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说法而已。

提出这种主张的人自己就做不到“价值判断中

立”，而且这种主张本身就是受某种“政治的、意

识形态的和思想权威干扰”的结果。

说当代史编研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绝

不等于说可以削弱它的学术性、科学性。在有

阶级有国家的社会，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学

科是否是科学研究，并不取决于这门学科是否

具有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而取决于这门学科

追求的是否是客观真理，反映的是否是客观规

律，具有的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系统，遵守的学

术规范是否被公认为科学。只要尊重历史的

真实性、连贯性、继承性，注重对历史事件原因

的揭示、经验的总结、发展规律的探索，致力于

符合学术规范的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建设，那

么，当代史编研照样可以是一门科学，而且照

样可以做出大学问。

（三）关于当代史编研的通史性

当代史编研的对象是 194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的中国历史，而中共党史编研在

1949年之后的对象也是这段历史。它们之间

会不会重复呢？是不是重复劳动呢？回答这

个问题，同样涉及当代史编研的特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

导力量，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策

必然会对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产生决定性作

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史是当代史的核心，

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走向决定国史的走向。

因此，当代史编研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编

研，从内容上讲难免会有许多交叉、重合。比

如，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党的领袖人物的活动

等，在当代史编研中不可能不涉及。另外，当代

史编研与党史编研在编研理论上也有许多相

同、相近、相通之处，很难截然区分。比如，一个

学者对当代史分期、主线、主流等问题的主张，

往往与他对党史同类问题的主张相差不多。

但应当看到，国史与党史毕竟不是一回

事，当代史编研与党史编研也分属不同学科。

国史的核心虽然是党史，但涵盖的内容要比党

史多得多，涉及的范围要比党史宽得多。党史

编研对象是政党的历史，基本属于政治学中的

政党学范畴；即使从史学角度看，也属于专史

编研。而当代史编研对象是整个国家的历史，

不仅完全属于史学学科，而且是通史性质，是

中国通史编研的接续。可见，党史编研与当代

史编研在外延上存在很大不同。

相对于当代史编研，党史编研主要研究和

阐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

发展及其规律，范围超不出中国共产党自身及

其作为执政党影响所及的事务。像自然领域

里的天象（日食、彗星等）、气候、生态、灾害的

变化，与党史没有或基本没有关系，并不在党

史编研的范围之内。在社会领域里的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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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民族、疆域、政区、宗教，各参政党的“党史”，

以及人口、婚姻、家庭，乃至民俗、服饰、饮食、语

言、娱乐方式、人际交往等的变化，显然与党史

或多或少有一定关联，党史编研也会有所涉及。

但作为学科，并不属于它的研究范畴。例如，在

党史编研中不可能设中国共产党疆域史、政区

史、婚姻史、民俗史、服饰史等专业，因为不存在

这样的历史。再如，中国共产党虽然有自己的

经济思想史、法制思想史、人口政策史、环境政

策史、民族政策史、宗教政策史等，在党史编研

中也完全需要设置这些研究方向，但我们党并

没有自己的法制史、人口史、环境史、民族史、宗

教史，新中国成立后也不再有自己单独的经济

史，因此不可能设什么中国共产党法制史、人口

史、环境史、民族史、宗教史，以及新中国成立后

的中国共产党经济史等研究方向。在党史编研

中也会涉及中国共产党与八个参政党的相互关

系，但不可能也不必要过分叙述这些党派自身

的历史，否则就会混淆中共党史编研与其他党

派的“党史”编研之间的关系。而上述这些内

容却完全可以并且应当纳入当代史编研的范

围，否则就不成其为当代史了。可见党史编研

与当代史编研在内涵上也存在很大差别。

另外，党史编研和当代史编研的学科属性

也是不同的。它们虽然都要借鉴中国传统史

学和国外史学的有益方法，但党史编研需要更

多地运用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而当代史编研主

要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在史书编纂方面，党

史书一般采用章节体。而当代史书除章节体

外，还要继承中国史学的传统体裁，如编年体、

记事本末体、典制体、方志体、史地体等，以发

扬我国历史编纂的优良传统。

总之，当代史编研与中共党史编研各有各

的属性、内容和社会功能，谁也代替不了谁。

现在一些国史书与党史书之间存在雷同现象，

并不表示当代史编研与党史编研之间大同小

异，而恰恰说明需要通过加强这两个学科的学

科体系建设，进一步突出它们各自的特点。

二、如何界定当代史的分期

对历史进行分期，即给历史断限，是史学工

作者为便于自己研究和引导人们认识历史发展

阶段性特征的方法，同时也是史学研究中的一

个重要理论问题。由于历史观的不同，对不同

或相同社会形态的历史界定分期，都很难有统

一的标准；即使在同一历史观指导下，对同一社

会形态的历史界定分期，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

和所处时间节点不同，往往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一个历史的时间太短，比如说仅有两三

年，一般是难以分期的。但严格意义的当代史

编研开展之初，新中国已经有了 30年历史，因

此完全有条件进行分期。现在，这一历史已整

整 70年，更有了分期的充分条件。据统计，迄

今为止各种名称的中国当代史著作大约有160
余种，其中对当代史的分期方法不下十几种，

而且由于成书时间有先有后，即使相同的分期

方法，上下限也不完全一样。①

改革开放初期，常见的分期方法大体有以

下三种：

第一，四分法，即 1949—1956年基本完成

社会主义改造的 7年，1956—1966年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的 10年，1966—1976年“文化大革

命”的 10年，1976年伟大历史转折即粉碎“四

人帮”以后的时期。

第二，五分法，即在第一种分期方法的基础

上，将其中第一个时期，以 1952年决定由新民

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界，分为“国民经济恢

复时期”的3年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4年。

第三，六分法，即在第二种分期方法的基

础上，将其中第五个时期，也就是 1976年粉碎

“四人帮”以后的时期，再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分为“在徘徊中前进的

两年”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进入21世纪后，常见的分期方法在上述三

种方法的基础上，又将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新时

期，以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

大为界，划分出改革开放初期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建立时期；有的还以党的十六大为

界，划分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上述分期方法是已知比较有代表性的几

种，如果细分，还可以分出一些。比如，《历史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 10年就分成了 3段，

即《五·一六通知》到党的九大，党的九大到党的
①援引王晓慧博士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中国当代史分期研究述评》（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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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党的十大到粉碎“四人帮”。

以上对当代史的分期都有一定道理，但为

了更加体现国史的特点，笔者主张以经济与社

会发展目标模式的转换作为当代史分期的标

准，并自2003年以来一直将当代史大致分为五

个时期，自2015年以来又对第五个时期的起始

点作了修正。

第一个时期，1949—1956年，这是由新民主

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或者说是结合中国

实际学习苏联模式的时期，前后共7年。

第二个时期，1956—1978年，这是探索中

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突破

苏联模式，试图以计划经济体制加政治挂帅、

群众运动搞建设的时期，前后共22年。

第三个时期，1978—1992年，这是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试图以

计划经济体制加市场调节搞建设的时期，前后

共14年。

第四个时期，1992—2012年，这是拓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以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时期，前

后共20年。

第五个时期，2012年以后，这是巩固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或者说是把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实践

的探索加以整合并最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时期。目前，这个时期还在进行之中。①

在上述分期方法中，笔者之所以把1949年
至1952年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和1953年至1956
年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放在一起，都作为由新

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又把1956年
至 1966年的“十年探索”、1966年至 1976年的

10年“文化大革命”、1977年至1978年的“两年

徘徊”放在一起，都纳入建设和探索中国社会

主义道路的时期；另外，还把 2012年作为一个

新时期的开始，原因如下。

（一）关于把1949至1956年作为一个时期

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早就明确，中国革命是分两步

走的，第一步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

命。就是说，进行民主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1949年举行的第一届政协会

上，周恩来在回答“既然新民主主义是过渡性质

的阶段，共同纲领为什么不把社会主义前途规

定出来”的问题时就说过：“现在暂时不写出来，

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6](p.249)这
表明，1949年至1952年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同

时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只不过那时没

有公开宣布罢了。后来，当党在社会主义过渡

时期总路线公布后，毛泽东指出：“标志着新民

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

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

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7](p.3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

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

期。”[8](p.1)周恩来在1953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会

扩大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建设

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9](p.255)

可见，把1949年到1956年都作为新民主主义向

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仅有充分的根据，而且

更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这7年的性质。

（二）关于把1956至1978年作为一个时期

的原因

过去出版的当代史，一般把“文化大革命”

时期与1956年至1966年的10年社会主义全面

建设时期或“十年探索”时期相并列。这在改

革开放初期，在当代史只有 30多年的时候，应

当说是适宜的。但现在当代史已有70年，再这

样分期就显得不够科学，而且也不利于人们正

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首先，10年“文化大革命”虽然给党和国家

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但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是

中国对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探索。《历史

决议》在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时

曾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

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

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

索。”[10](p.817)“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

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

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分析，而

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

①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笔者曾将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第五个时期的开始。但党的十八大召开后，通
过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及其实施的观察，认为将2012年作为第五个时期的开始更合乎国史的实
际。见拙著《当代中国史若干理论问题十二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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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

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

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

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

在。”[10](p.815)这些论述说明，“文化大革命”虽然

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不成功甚至是失败的探

索，但毕竟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其次，“文化大革命”持续了10年之久。在

那 10年里，除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外，我们

党和国家以及各族人民还做了许许多多其他

工作，在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国防外交等领域

还取得了许许多多伟大成就。那 10年虽然有

时起时伏的动乱，但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的轨

道，没有游离于社会主义社会之外。因此，要

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加以区

别，应当承认那 10年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

另外，“两年徘徊”虽然停止了“文化大革

命”，并开始大力抓经济建设，但其追求的目

标，是回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那种状态，而

不是要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综上所述，把“十年探索”“十年文革”“两

年徘徊”都纳入1956年开始的对中国自己的社

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时期，不仅符合历史实际，

而且更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 10年“文化大革

命”时期和“两年徘徊”的性质，有利于抵制把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

的错误思想。

（三）关于把 2012年作为一个新时期开端

的原因

党的十六大之后，笔者曾认为党中央提出

科学发展观标志当代史出现了一个以科学发

展为目标模式的时期。但10年过去了，这一目

标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认真体现，经济社会各

个方面基本在沿着前一阶段的路子发展。所

以，党的十六大之后很难成为一个新时期的开

始。而党的十八大之后，倒是出现了许多有别

于前一个时期的明显特征。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前夕的“7·26”讲话

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

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

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1]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他进一步指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

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

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

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12](pp.14-15)他还说，党的十八大之后“五年来的

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

层次的、根本性的”，“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2](p.7)以上

论述清楚地说明，无论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

性变革，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

要标志，都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的5年。

从事实上看，情况也正是这样。例如，对国

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党中央自从1956年以来一

直说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党的十八大之后，变

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上，党中央过去长期把高速增长放在重要位置；

而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中

高速增长是新常态，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党

的建设上，党的十八大之后也明显突出了一个

“严”字，由中央政治局带头实行“八项规定”，对

腐败采取“零容忍”态度，并强调坚守共产主义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国际关系

上，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随着综合国力日益增

强，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

行动的发起者、倡导者、组织者，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的中央。特别是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

上，党的十九大决定由原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增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而正是这个思想，正确回答了进

入新时代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引领并校正着

党和国家的前进航向。因此，无论党中央的论

述还是客观实际都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确实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起点，同时也是

改革开放史乃至当代史一个新时期的起点。

在当代史的分期问题上，只要是从历史本

身的客观实际和内在逻辑出发，从反映历史阶

段性特征的角度观察，各种意见都是可以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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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在学术范围内平等讨论的，不应当只把某

一种意见视为绝对的正确，而把其他意见斥为

绝对的错误。列宁说过：“自然界和社会中的

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3](p.693)在
历史分期的问题上，同样如此。就是说，无论

某种意见多么接近真理，都只具有相对的意

义。另外，上述分期只是就国家宏观历史而言

的，至于某些专门史（如学术史、文学史、美术

史等）、某些地方史（如西藏史、港澳台史等），

分期、断限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决

定，不一定非要与国家史的分期一致不可。

不过也要看到，在当代史分期问题上的各

类意见中，也夹杂着以“历史分期”作幌子以表

达某种政治诉求的言论。这类言论并不具有

学术性，自然不在平等讨论的范围。例如，有

人提出，中国历史至今只有三个时期，即前帝

制时期、帝制时期、后帝制时期。这种所谓“历

史分期”显而易见在影射新中国是“后帝制时

期”，是没有皇帝的专制社会。还有人提出，中

国近代以来只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1911年
开始的共和时期，二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

时期。这种所谓“历史分期”，从表面看似乎在

抬高改革开放的历史地位，但深入想一下就不

对了，因为它完全无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给中国带来的社会形态变化。因此，它所

说的“改革开放”，只能是指继承1911年资产阶

级“共和”道路的所谓“改革开放”，而不是我们

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改革开放。还

有人提出，1949年以来的历史应以 1978年为

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为现代史，后一

个时期为当代史。这种分期的表述，把改革开

放前后两段历史与中国近代史相提并论、等量

齐观。从表面看好像也在抬高改革开放的历

史地位，但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等于说

改革开放前后如同新中国成立前后一样，在社

会形态上是不同的。这种“历史分期”势必导

致一种悖论，即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是社

会主义，那么改革开放后就不是；反之，如果说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是社会主义，则改革开放前

就不是。无论哪种结果，都是对改革开放前后

社会性质的歪曲，都是在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

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上述这几种对新

中国历史的所谓“分期”，本质上都是借历史分

期之名设置的“理论陷阱”，与我们要讨论的历

史分期问题完全不是一码事。

三、如何看待当代史的主线

所谓历史主线，是指贯穿历史始终的主要

脉络。它客观存在于历史，但需要有人通过研

究加以揭示。历史工作者探寻历史主线的目

的，是为了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事件的原因，总

结历史过程的得失，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并

预测历史前进的走势。因此，探寻历史主线也

是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

在历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理论工作。

对于历史的主线，尤其是当代史的主线，

由于人们运用的概念、观察的角度等有所不

同，看法往往会有所差异。因此，在判断当代

史的主线之前，应当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史学意

义上和马克思主义语义下的历史主线，给历史

主线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要下这样的定义，当

然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根据。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

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

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

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

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p.669)恩格斯在《路

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

也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

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

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

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3](p.253)“如果要去探

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

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

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

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

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

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整个整

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

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

历史变迁的行动。”[13](pp.255-256)恩格斯在致约瑟

夫·布洛赫的信中又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

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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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

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3](p.605)把以上论

述概括起来，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观点：第一，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而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

第二，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创造，首先要受到既

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其次要适应广大人民群众

的动机；第三，在阶级社会中，人民群众是分为

不同阶级和利益群体的，因此必然会有各种各

样相互矛盾的动机，这些动机在经过无数次碰

撞和较量后，总会有一些占据上风，从而构成

主导历史变化的动因。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所谓

史学意义上的历史主线，是指构成历史主体的

人民群众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变化形成

决定性作用的动机，即历史的主要动因。换句

话说，历史变化的决定性动机及其结果就是历

史的主线。由于人民群众对历史变化的决定

性动机不会只有一个，因此历史的主线也不会

只有一条。历史工作者探寻历史的主线，说到

底是探寻历史的主要动因，即在特定历史条件

下对特定历史变化形成决定性作用的人民群

众的那些动机。找到了这些动因，也就找到了

历史主线。

关于当代史的主线，目前学术界提法有很

多。比较普遍提法有以下三种：一种认为，主

线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种认为，主线是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建设

和改革；还有一种认为，主线是坚持和探索中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一种提法适用于

许多国家在许多时段的历史，并没有揭示出新

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动因。第二种提法也未

能揭示出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只能说

是给当代史下的一个定义。第三种提法虽然

反映了贯穿当代史的特殊动因，但如果仅把它

看成唯一的动因，也会发生一些不好解释的问

题，使一些贯穿当代史的重大事件的动因难以

用这条主线涵盖。

首先，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很难用坚持

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解释。我们党领

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目的是引导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新中国成立前

夕和初期，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鉴于旧中国现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百分之十

不到，且资金匮乏、人才奇缺的实际情况，曾决

定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让资本主义工商业再

发展 10年、15年、20年，以便积累资金、物资、

人才，待条件具备后再重点发展重工业，并相

应进入社会主义。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仅3年，

毛泽东便提出从现在起就要过渡，并用10年到

15年基本完成过渡。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

呢？如果说当代史只有坚持和探索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这一条主线，很容易使人得出这样的

结论，即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为了尽快搞社

会主义。前些年一些人认为，向社会主义提前

过渡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情结所致。这种历史

唯心论观点的提出，与历史主线上的模糊认识，

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

此，不是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导致了提前向社会

主义过渡。恰恰相反，是当时美帝国主义入侵

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对中国安全构成

威胁，使我国迫切需要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加

强国防工业，同时遇到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

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一五”计划建

设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是这些客观事物的变

化反映到毛泽东头脑中，促使他考虑如何集中

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以适应这一变化，从而

提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提

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因为当时已经具备了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如 1952年国民经

济恢复任务已顺利完成，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

中、国营经济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已有了较快

增长，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已全面开展，朝鲜

战争战局已趋于平稳等。就是说，提前向社会

主义过渡是水到渠成。这种观点虽然是历史

唯物论的，但它没有解释也解释不了 1949年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中央决定先搞十几年新

民主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的那些主要原因

在 1952年下半年是否有了实质性的改变。

其实，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到，新中国

刚刚成立时，之所以决定先搞一段新民主主

义，主要原因不仅是现代工业在经济中仅占

10％左右，而且农业水平也十分落后，资金、

物资和人才都极度缺乏，无法开展大规模工

业化建设，只能一方面发展在没收官僚资本

主义企业基础上建立的国有经济，另一方面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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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以便慢慢

积累当时尚不具备的条件。如果说 1952年这

些条件忽然具备了，那为什么还要为把有限

的资金、物资、人才集中用于工业化建设而实

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相应进行生

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呢？1953年党中央制

定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指出，工

业化是主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鸟之两翼”，向社会主

义过渡是围绕工业化、为了工业化的。[14](p.269)

这充分说明，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既不是主

观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水到渠成的结果，而是

为了抓住当年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以重工

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建设的历史机遇而采

取的重大步骤。

后来，周恩来在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上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我国在20世
纪末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

代化的目标，并在1974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上予以重申。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先是强调

四个现代化目标，以后又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

路，在21世纪头20年内基本实现工业化，在新

中国成立100年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党

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

化，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有这一切

都说明，在新中国的历史主线中，除了坚持并

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外，还有一条与之

平行的主线，就是争取早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

现代化。

其次，新中国先后在周边打了五次影响比

较大的仗，也很难用坚持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或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两条主

线来解释。这五次仗中的第一仗是抗美援朝

战争，第二仗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第三仗

是抗美援越战争（主要是后勤和防空支援），第

四仗是中苏珍宝岛战斗（规模不大，但导致中

苏边境局势长时间紧张），第五仗是中越边境

自卫反击战。如果说这些战争和战斗都是受

坚持并探索社会主义这条主线的支配，或者是

受争取早日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这条主线

的支配，显然也是说不通的。可见，除了上述

两条主线之外，新中国历史中还有一条贯穿始

终的主线，那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

土完整。过去炮击金门、平息西藏少数分裂分

子叛乱，受这条主线所支配；后来反对“两霸”、

打破西方制裁、收回港澳主权、遏制“台独”、打

击“藏独”和“疆独”等，也是受这条主线所支

配。最近几年，在东海和南海与各种敌对势力

做斗争，在朝鲜半岛主张无核化、反对部署反

导系统，以及最近在贸易和高科技领域反制美

国的打压等，同样是受这条主线支配的。

综上所述，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主

线的理论与当代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难看

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历史的

基本动因起码有三个：第一，坚持并探索中国

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

工业化和现代化；第三，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这三个基本动因，构成了当

代史的三条主线。其中第一条最重要，但它代

替不了另外两条。这三条主线既相互区别又

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和左右着当代史的发展。

当代史迄今为止的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可以

从这三条主线中找到相应的答案。抓住了这

三条主线，也就抓住了当代史发展的主要线

索、主要脉络，而且可以从中大致预测出中国

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

就像三把钥匙，可以打开一系列当代史编研的

问题之门；它们也像交响乐曲的三个主题，交

汇演奏出共和国发展的交响曲。

弄清当代史的主线，不仅对于构建当代史

编研的学科体系不可或缺，而且对于引导人们

正确认识新中国历史也是十分必要的。好比

一棵大树，树杈树叶遮天蔽日方才显得大树枝

繁叶茂、生机盎然。但也正因为有这些茂盛的

枝叶，所以反而让人不容易看清楚主干。要认

清主干，只有先剪去枝叶。同样，要认清当代

史的主线，也不能被当代史中各色各样、曲曲

折折的具体事件遮住视野。只要把当代史中

那些具体事件拨开，新中国70年历史的主要脉

络就会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四、如何分析当代史的主流

所谓历史的主流，是相对历史支流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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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判什么是历史的主流，实际上是指某个

历史时期中究竟是光明、进步、积极的一面为

主，还是黑暗、倒退、消极的一面为主。历史工

作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之所以要

分析并回答这个问题，同样是为了帮助人们正

确认识历史，以便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分

清和把握历史的主要方面。所以，它同样是当

代史编研中一个重要的学科理论问题。

关于新中国迄今为止70年的历史主流，学

术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多数学者认

为，改革开放后的 40年主流是好的，基本应以

正面评价为主；而对于改革开放前的近 30年，

不少人要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表示应以正面评

价为主，要么或明或暗地认为应以负面评价为

主，个别人甚至把那段历史描绘得一团漆黑，

认为比旧中国还不如。因此，要回答什么是当

代史的主流，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那

段历史，尤其是那段历史中的失误和曲折。

大量事实说明，凡是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

的，往往会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

后的历史；凡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

往往会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

的历史；凡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新民

主主义的回归”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

主义”，或者看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会把

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同样，凡是

把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对立、相互否定

的，也必然会反对或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即使在能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人中，也有许多人对如何认识这两个历史时

期的关系感到拿不准，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它们

的主流是正面的，担心这样说会抬高改革开放

前、贬低改革开放后。可见，如何评价改革开

放前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历史研究领域的问

题，也是现实性和政治性都很强的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

的 27年，加上 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两年，一共是 29年。

在这 29年里，有过全局性、长时段的重大失误

和曲折，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

此，不应当忽视，更不应当掩饰，否则不可能从

中吸取教训。另一方面，也不能孤立片面地看

待，更不能夸大，那样同样不可能正确总结经

验，还会一叶障目，导致对那段历史的全盘否

定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要正确地看待

那段历史，同样需要有当代史编研自身的学科

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起码应确立以下

五个观点。

（一）要把那段历史的失误与成就、曲折与

本质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看看哪个方面更重要

对于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总体评价，党

中央在改革开放后的各个时期曾有过一系列

论述，观点是明确，也是始终一贯的。

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指

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

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

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

的进步。”[15](p.167)

1981年，《历史决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

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

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

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10](p.794)“忽视

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

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10](p.798)

1989年，江泽民在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

大会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

年，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是

经历艰难曲折、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发展进步的

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独立自主、在国

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十年。”[16](p.611)

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

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

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

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

度基础。”[17]

2013年，习近平在“一五”重要讲话中指

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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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

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

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

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

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8]在
201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纪念大会上，

他又指出：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完成社会主

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

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历史

贡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

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

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

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

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

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19]

以上党中央的决议、报告、讲话的论述，高

度概括了改革开放前历史的本质和主要成就，

基本反映了我们党对那一时期的总体评价，应

当是我们正确认识那段历史的主要理论依据。

只要把那段历史中的失误、曲折，包括“大跃

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同以上

论述列举的成就放在一起比较，孰重孰轻、谁

主谁次，就会一目了然。

（二）要对那段历史的失误和错误进行具

体分析，不能因为有些事情有失误、错误就对

那些事情全盘否定

首先，要分析失误和错误是普遍、全局的

现象，还是个别、局部的现象。例如，改革开放

前曾发动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其中，像“大跃

进”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文

化大革命”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错误，都

是普遍、全局性的。但像新解放区土改运动和

“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错误，则是个别或局部

的，而且一经发现很快得到了纠正。如果不加

分析，看到哪个运动中有缺点有错误就予以全

盘否定，势必会得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是一连

串错误集合的结论。

其次，要分析存在失误和错误的工作中是

否也有正确合理的成分，这些正确合理的成分

对以后工作是否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

几场比较大的批判运动，存在把思想性、学术

性问题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混淆

了敌我、敌友的界限，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但

也应当看到，正是那些大张旗鼓的批判，加上

与此同时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文

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原先存在的封建主义的

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民主个人主义”、自由

主义的思想受到了强烈冲击和迅速清理，使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人民服务和人

人平等等无产阶级思想很快为大多数旧社会

过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如果不加分析，把那

几场批判运动中犯的错误连同其中合理正确

的成分一概否定，就难以解释马克思主义过去

仅在农村根据地、解放区占主导地位，为什么

会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全国特别是城市中的主

流意识形态。

再次，要把犯错误和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

别，不能因为某个时期犯了错误，就把那个时

期的工作统统否定。比如，“大跃进”使“左”倾

错误严重泛滥，给国民经济造成很大损害。但

“大跃进”前前后后持续了 3年时间，那 3年新

建、扩建了十大钢铁厂，以及一批有色金属冶

炼厂和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其中包括至

今还在发挥作用的武钢、攀钢等。据统计，目

前仍在使用的大中型水库，几乎一半是那几年

建设的；1964年前重工业部门新建的大中型项

目，有三分之二也是在那几年开工兴建的，就

连大庆油田也是在那一时期被发现和开始建

设的。那些年建起来的县办社办工业，后来虽

然由于国民经济调整而纷纷下马，但很多在

“文化大革命”中又重获发展，为改革开放初期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打下了一定基础。

“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成立后犯的最为

严重的错误，前面已经说到，它持续了 10年之

久。在那 10年里，除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

动，我们党和国家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历史

决议》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

际上发挥重要影响”，[10](p.763)“国民经济虽然遭

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10](p.764)例如，

在那10年里，我国建成了成昆、湘黔、焦枝等9
条铁路（包括宝成电气化铁路），南京长江大

桥，两条长距离输油管道和连同大部分省的微

-- 11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9年第7期

波通信干线，第一艘核潜艇，第一个卫星地面

站，第三代电子计算机，全国电视网；成功爆炸

了氢弹，进行了地面核试验，发射和回收了人

造卫星，发射了第一颗洲际导弹，成功培育了

籼型杂交水稻；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疟疾特

效药青蒿素，也是那一时期试验成功的。《历史

决议》还说：“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

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

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

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

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10](p.764)这些事实都

说明，绝不能把“文化大革命”运动与“文化大

革命”时期划等号，不能因为要彻底否定“文化

大革命”，就否定我们党和国家在“文化大革

命”时期所做的有益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我们党

和国家的原有性质。

（三）要把失误和错误放在特定的历史条

件下分析，并把那时可以避免和难以避免的失

误和错误区分开来

所谓客观条件限制有两种，一种是实践不

够，缺少经验；另一种是物质不够，缺少条件。

例如，改革开放前在很长时间内积累率过高，

对消费品生产的资金、原材料安排不足，使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尤其是对农业、农民索

取过多，给予过少，造成农村大部分地区面貌

变化不大。这与我们对积累与消费比重安排

不当，对农业与农民照顾不够有关，也与当时

为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基本建设积累资金、集中

使用物质有关。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旧中国

“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和帝国主义的军事威

胁、经济封锁，我们必须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道路，以便尽快增强国力、巩固国防。而要这

样做，在当时只能靠出口农副产品换回先进的

工业设备，必须从农村购买大量农副产品适应

工业人口的增加。如果任凭农副产品价格随

行就市，财政开支就无法控制，建设计划就会

落空。所以，那时不得不对粮食、棉花、油料作

物和木材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不得不相对牺牲农民的一部分利益，暂时抑制

人民的某些消费。当年陈云就说过：“中国是

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

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

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20](p.97)他还

说：“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

的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

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

由于我们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可以做

到。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说清楚，因为还要积累

资金，扩大再生产。”[20](pp.194-195)因此，从历史的基

本面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面貌变化都

不如改革开放时期那么显著，是工业化建设不

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即使不犯“大跃进”、反

右倾、“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这些问题仍

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只不过，那些错误加

重了困难的程度，延长了困难的时间，使各种

票证越发越多罢了。

（四）要分析造成失误和错误的主观原因，

同时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

专制制度加以区别

在可以避免的错误中也有两种，一种是个

人专断，一种是急于求成。对于急于求成，邓

小平作过一个分析，他说：“我们都是搞革命

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

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

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

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

性急的错误。”[21](pp.139-140)这个分析完全符合实

际，也十分中肯。正因为是好心办了坏事，所

以错误一旦被发现，我们党和政府才有可能立

即正视错误、承认错误，并积极采取措施纠正

错误。例如，“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的

错误加上自然灾害，使农业大幅度减产，储备

粮严重不足，人民群众普遍吃不饱，很多人由

于营养不良患浮肿病，一些地方甚至出现饿死

人的现象。当党和政府发现问题后，立即紧急

调运和进口粮食，查处封锁消息的案件，千方

百计增加城市大豆、鱼类供应，发放各种生活

必需品的票证，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

各级领导干部还带头减少粮食定量，与人民共

渡时艰，而且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在工作中设

身处地为老百姓着想。再如，上海除了有半两

粮票外，还考虑到江浙一带人民有吃汤面的习

惯，印有一钱六分五厘的油票。正因为上下同

甘共苦，党和政府的工作周到细致，所以尽管

那时生活十分艰难，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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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高度信任、充分体谅，从而很快渡过了难关。

个人专断与急于求成的问题有所不同，

《历史决议》对此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指

出：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骄傲、脱离实际和脱

离群众，表现在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后果

在于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

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社会

原因在于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

缺少制度化、法律化以及权力过分集中于个

人，历史原因在于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专制

主义思想影响。因此，必须吸取“文化大革

命”的教训，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和集

体领导的制度。

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受专制主义思想

的影响与封建专制制度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

码事。前者是思想作风问题，后者是社会性

质问题，不能相互混淆。从本质上讲，社会主

义制度是与个人专断这类专制主义思想格格

不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在社会主

义制度的框架内，提出并着手纠正这种问题。

另外，在指出这一问题时，也不能把它仅归咎

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而应当注重总结经验，并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政治体

制上进行改革，以免后人重犯类似错误。党

的十七大报告在讲到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时，强调要“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

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

断”。[22](pp.39-40)习近平在 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

会议上也指出：“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

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

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

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

出一些。”[5](p.353)这说明，即使改革开放后，仍然

存在个别人或少数人专断的情况。封建专制

主义思想影响在我国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不

会只在某个人或某些人身上起作用，也不会仅

在短时间内就被清除干净；更不能因为存在某

些人独断专行的现象，就妄言中国共产党是什

么专制主义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专制

主义的国家。

（五）要看前面的历史对于后面历史的作

用是积极面为主，还是消极面为主

改革开放无疑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

键抉择，但它不是在 1949年旧中国那个满目

疮痍的烂摊子上起步的，而是在以毛泽东同

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

泽东思想，并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

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

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

基础上进行的。概括地讲，笔者认为那段历

史对于改革开放具有奠基的意义，这个意义

起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提供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前提。例

如，取得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实现了民族的大

团结，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维护了国家

的安全和社会稳定。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改革

开放就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提供了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例

如，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拥有了雄厚的固定资产。1978年，我国固

定资产比新中国成立时增长了56.3倍。而且，

正因为我国那时已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所

以现在才可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

国产业分类的全部工业门类中 41个大类、191
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如果没有这个前

提，改革开放也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提供了改革开放的外部条件。例

如，我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

系，在第三世界中拥有极高威望，在联合国恢

复了合法席位，顶住了大国沙文主义妄图控制

中国的压力，打破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

搞出了“两弹一星”。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

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

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

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

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

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15](p.172)他还说

过：“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

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

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

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

我们开辟了道路。”[15](p.127)“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

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

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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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地位。”[21](p.279)显然，没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
也是不可想象的。

第四，提供了改革开放的政治保证。例
如，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基本政
治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邓小平在改革开
放后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没有这个前提，改
革开放更是不可想象的。

第五，提供了改革开放可资借鉴的经验教
训。邓小平说过：“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
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没有‘文化大革
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21](p.272)如
果那样，改革开放当然也是不可想象的。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
本名为《高思在云》的书，作者朱云汉虽然是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蒋经国基金会秘书
长，并不信仰唯物史观，但他在对中印两国
20世纪 50年代初以来发展情况进行比较这
一点上，却基本符合历史主义的观点。书中
写道：“一般流行的看法都认为，从 1949年新
中国成立到 1978年‘改革开放’这前面 30年
都浪费掉了，走了很长的冤枉路，甚至可以说
完全是‘黑暗时期’。这个认知并不正确，至
少是以偏概全。”“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
政治与社会体制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提振或制
约作用就很明显了。1950年代的中国与印
度几乎处于相同的贫穷与落后状态，但经过
一甲子之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列的‘人
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所有指标上，中
国的长期表现明显优于印度。”书中还写道：

“1978年之前的 30年，中国建设了动员能力
特别强的现代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中国历
史上、在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其动
员、渗透的能力达到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建立
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可以将社会中多数人的
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在
民族复兴的大旗帜下，中央政府享有调动全
国资源集中使用的正当性。另外，中国完成
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把私有
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与工业资
本国有化或集体化。除了农村土地外，这个
庞大国家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这
成为中国后来 30年快速发展的资本。其他很

多国家没有走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很难复制
这个历史条件。”[23](pp.124-126)

无独有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了一
本名为《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的书，作者文一
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分行助理副行长、清华大
学讲席教授。书中说，英国和欧洲的工业革命
并不像过去宣传的那样起源于对私有权的保
护、市场经济、民主制度，而是靠政府力量支持
乡镇企业、扩大海外市场、保护原料产地，进一
步解决交通、能源、机械制造、通讯等问题逐步
兴起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革命之所以
成功，恰恰在于不自觉地走了这条路。而改革
开放前 30年取得的国家独立统一、社会稳定，
建立的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以及广大
农村的土改、合作化和社队企业，为这场工业
革命奠定了基础。①他的观点虽然有可以商榷
之处，但指出英国工业革命成功的原因不在于
所谓西方民主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前打下的基
础对改革开放的成功有重要作用，这些无疑是
很有见地的。

改革开放后国内国际形势越来越清楚地
证明，如果当初没有改革开放，新中国历史的
确难以为继；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打下的基
础，改革开放也是难以起步的；起步后如果抛
弃了改革开放前树立的根本指导思想、建立的
基本社会制度，改革开放也不可能顺利进行，
相反，很可能中途夭折，导致出现苏联那种党
下台、国分裂的局面。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于改革开放前
的那段历史可以作出三个结论性的评价：第
一，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尽管有失误有曲折，但
本质是探索过程中的失误和曲折，主流是成就
是进步，评价应当以正面为主。第二，改革开
放前的历史尽管在城乡面貌的改变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方面，远不如改革开放后那么显
著，但这并不表明那段历史没有成绩或成绩不
大。如同盖楼一样，打地基时的变化不容易让
人看出来，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可以反过来
说明地基打得好、打得牢。 第三，改革开放前
与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内在统一和不
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新中国的
70年是伟大、光辉的70年，是值得每一个中国

人为之骄傲、自豪的70年。

①参见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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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当代史编研与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
相比仍处于初创时期，自身的学科理论还有待
进一步明晰化、条理化、系统化。然而，无论是
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要加快构建，还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所面临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的客观形势，都要求当代史编研尽快拿出更多
科学的有说服力、战斗力的学科理论。

习近平曾指出：“当前国内一些错误观点
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拿党史
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
放，有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24]所谓拿国史说
事，就是指使用捕风捉影、胡编滥造、以偏概
全、偷换概念、混淆是非等手法抹黑新中国历
史的言论。他还说过：“现在，国内国外、网上
网下都有一些言论，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
民族的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
斗史，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历史，歪曲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些就是负
能量，增加正能量就要对着负能量去有的放
矢，正面交锋。”[25](p.107)而要同各种歪曲新中国
历史的言论进行有的放矢的正面交锋，就需要
有当代史学科理论的支撑。2019年全国“两
会”期间，习近平又提出：新中国 70年历史“无
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
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希望大家
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
读新中国 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
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
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
强大精神激励。”[26]要实现这样的要求，讲清楚
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所蕴藏的内在逻辑，同
样需要有当代史学科理论做支撑。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当代史编
研的工作者应当抓住当代史备受关注的机遇，
更积极地开展当代史学科理论的研究和建设，
更自觉地发挥当代史“资政”“育人”“护国”的
功能，更主动地在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中
进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当代史教育，把正确认
识和阐释当代史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工作中、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全过程，为树立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历史
依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作出自己
的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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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Theoretical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al Discipline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al Discipline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To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socialist historical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theories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discipline of the time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requires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Marxism,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Answering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discipline, such as how to recognize the reality, the nature of“preserving the country”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gener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compilation, and how to define the stages, mainlines, and mainstream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entails the support of the disciplinary theories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tself. At present, both the task of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specially the“three major systems”of
historical discipline and the objective situation that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requires that more scientific and persuasive
disciplinary theories be put forward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ing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the compilers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that contemporary history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and
actively carry out the research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ies. They should more consciously exert the functions of“counseling”,

“education”and“preservation”, more actively carry out the education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among the mass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rovide a historical basis for building up confidence in China’s path, guiding theories, political system, and culture.(Zhu Jia-mu)
Thoughts o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Thoughts o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China is still in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in the next five years, but the internal
condition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have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environ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becomes more complex, but the driving force of subjectivity, institution and developmental concept that support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is far
from fully released.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e should pay proper attention to
the profound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political space and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on people. We should guard against and resol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risks, solve the decline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improve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governance. We should also construct localized social governance theory,
innovate and improve government governance,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he pluralistic system of“co-construction, joint governance and sharing”, enhanc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of new technological means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cial forces.(Yang Xiong)
The Communist Manifesto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and Engels for the first time expounded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al manner. They expound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from four aspects:
economic basi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deological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Socialism realized a leap from fantasy to science and provided scientific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70 years ago, the CPC have been uniting and leading all Chinese
peopl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o make arduous explorations and continuous struggles. They have not only adhered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but also opened up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ight of China’s reali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Reviewing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strengthen the“four
issues of confidence”in the new era.(Shuang Chuan-xu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New Era of Remaining True to Initi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New Era of Remaining True to Initi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Learning Xi Jin-pingLearning Xi Jin-ping’’s Speech ins Speech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Centena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Commemoration of the Centena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The year of 2019 mark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ccording to
President Xi Jin-ping’s speech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and expla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ts spirit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iti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of the CPC in a more profound manner, gather the wisdom
and strength of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build a common China dream.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s in line with the new er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 consist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came into being, stretching from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o the new era through 28 years of
bloody struggle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70 years of socialist practice in the new China, especially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40 years.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era, the initial aspiration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s that the
CPC led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the identity and attitude of the master to build 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ower and to realize the China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us becomes the real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for establishing the initial aspiration and fulfilling the mission. (Wu
Wen-xin)
On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of New Generations of the TimesOn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of New Generations of the Times：：In the report of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Xi Jin-ping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cultivate new generations of the era who would should the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at young people and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in
the new era need to have correct knowledge of the times, value, social progress and mission. New generations of the times are the product of specific times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also the core of promoting historical progres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which requires new
generations to maintain the socialist background, firmly b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and possess Marxist theoretical literacy and firmed communist
ideals and beliefs. It also requires new generations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fitness and labor in accordance
with Marxist values and ideals, clearly define the goals of the new era, learn new concepts, cultivate new thinking, and consciously become the“ambitious”
dreamer, the“responsible”avant-garde, the“competent”doer.(Sun Ying)
On the Achievemen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Thirty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On the Achievemen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Thirty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A Study of Three DimensionsA Study of Three Dimensions：：The
arduous pioneering work in the first thirty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ile the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we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in the period. To scientifically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the first 30 years,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measure the contribu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o the
accumulation of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funds,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tself. Marx’s
theory of“repeated synonym”, the theory of changes in productive forc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achievemen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the first thirty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Sun Xiao-jun)
On ChinaOn China’’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China has mainly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first, the initial stag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1949-1958)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Through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ooperation of mutual aid groups, the production conditions and productivity have been
improved. Then by upgrading mutual aid groups to primary and senior cooperatives,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areas has been realized and food
production has been increased, which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medical care, cultural, and eldercare undertakings; secondly,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stag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1958-1983),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high-level cooperatives into the people’s commune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oci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rural areas, strongly supported the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d
the conditions of rural production and effectively solved the surplus rural labor force through labor accumulation. The third is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under the contract of joint production (1983-2004).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of this stage is reflected in the gradual growth of traditional
collective villages scattered around the country into strong economic villages with diversified industrial forms and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he fourth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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